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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3 年修订的《公司法》对于董事忠实义务规范进行系统重构,形成了概念明

确、逻辑清晰、体系融洽的董事忠实义务规范群。 在外部体系上,董事忠实义务具有独立

的规范价值,其制度定位与董事的注意义务、诚信义务存在显著不同。 在内部体系上,以
利益冲突行为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的差异为基础,《公司法》构建起董事忠实义务的二元

规范进路:利益冲突行为受到法律的绝对禁止,而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经过公司内部的程序

性审查后可依法实施。 归入责任作为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后果,无论将其作为损害

赔偿数额的确定方式还是独立的责任形态,均不会对公司利益的保护产生实质性影响。
　 　 关键词:忠实义务;信义关系;利益冲突行为;实质公平标准;归入责任

中图分类号:DF411. 92　 　 文献标志码:A
　 　 DOI:10. 3969/ j. issn. 1008-4355. 2024. 03. 0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忠实义务作为规制董事利益冲突行为的私法机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

司法》)修订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内容。 2023 年修订的《公司法》 ①全面更新了董事忠实义务的规范体

系———明确规定忠实义务的具体内涵,合理划定利益冲突行为的类型范畴,针对潜在利益冲突行为

设置程序性审查机制,并以专门条款凸显董事归入责任的独立地位。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公司

法》将自我交易、利用公司机会和同业竞争等潜在利益冲突行为从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体系中

予以剥离,形成利益冲突行为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区别规制的规范进路。 本文立足于《公司法》设

置的董事忠实义务规范群,论证董事忠实义务在私法规范体系中的独立价值,阐明忠实义务规制对

象的二元构造,探寻董事归入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协调适用方案,确保董事忠实义务规范真正实

现对利益冲突行为的精准规制,在维护公司利益与尊重董事商业判断之间寻求适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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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忠实义务的公司法表达

　 　 《公司法》在确立董事忠实义务一般性条款的同时,列举规定了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典型行为,

并针对自我交易、利用公司机会和同业竞争等行为设置程序性审查机制,形成一般性规定与列举性

规定相结合的董事忠实义务规范群。

(一)董事忠实义务的法律内涵

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和剩余索取权人,并不直接管理公司经营业务,而是通过选任董事组成

董事会,由董事会履行管理职责或者监督公司事务的执行。 作为公司执行机构的组成人员,董事与

公司及其股东之间构成法定的信义关系,董事的履职行为必须以维护公司最佳利益为导向。 公司

利益与股东整体利益相同①,维护公司利益就是维护股东整体利益。 为避免董事滥用权利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公司法律规范通过信义义务的设定明确了董事履职的行为标准,并对董事违反信义义

务的行为施加相应的民事责任,在补偿公司所受损失的同时,对其不当行为予以制裁。 可以说,公

司利益能否实现最大化,直接取决于信义义务机制对于董事行为规制的有效性。 忠实义务要求董

事为公司利益履行职责,不得开展利益冲突交易,以防止其滥用被授予的权利;注意义务则要求董

事谨慎行为、不得疏忽,以保证公司和股东能够获得合格的服务。② 股东有权合理期待董事忠实、勤

勉地管理公司事务,公司制度的有效运行也取决于董事是否忠实、勤勉地履行法定职责。③

忠实义务是董事信义义务的核心,在性质上属于反对自我交易和其他欺诈行为的消极义务或

被动义务。 忠实义务系针对董事的诚信问题而设计,意在降低董事试图从公司“偷窃”的可能性,董

事不得采用有损公司利益的条款进行交易。④ 在内容上,忠实义务等同于禁止利益冲突的义务,董

事在处理公司事务时不得谋取私利,不得处于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冲突的地位。⑤ 禁止利益冲突

的内容包含禁止利益取得,有利益取得的事实,则视为存在利益冲突⑥,因而禁止利益取得规则与防

范利益冲突规则并无区分必要。 我国公司立法以防范利益冲突的规范逻辑为基础,统一设置了董

事忠实义务的履行标准及相应的责任机制。⑦ 按照《公司法》第 180 条第 1 款的规定,忠实义务是指

董事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董事只能以

实现公司利益为目标,不得利用管理职权谋求自身利益;在董事基于不同授权而承担相互冲突的义

务时,即便其并未获取个人利益,亦不得实施此等不忠实的行为。⑧

99

王　 琦:董事忠实义务规范体系的再审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See
 

Deborah
 

A.
 

DeMott,
 

Beyond
 

Metaphor:
 

An
 

Analysis
 

of
 

Fiduciary
 

Obligation,1988
 

Duke
 

Law
 

Journal
 

879,
 

917
 

(1988) .

 

See
 

Tamar
 

Frankel,
 

Fiduciary
 

Duties
 

as
 

Default
 

Rules,
 

74
 

Oregon
 

Law
 

Review
 

1209,
 

1210-1213
 

(1995).

 

See
 

Francis
 

v.
 

United
 

Jersey
 

Bank,
 

87
 

N. J. 15,
 

36
 

(1981) .

 

See
 

Lynn
 

A.
 

Stout,
 

On
 

the
 

Proper
 

Motives
 

of
 

Corporate
 

Directors
 

( or,
 

Why
 

You
 

Don ̓t
 

Want
 

to
 

Invite
 

Homo
 

Economicus
 

to
 

Join
 

Your
 

Board),
 

28
 

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1,
 

5
 

(2003) .

 

参见曹兴权:《信托受托人忠实义务中受益人利益的定位:单一主义与衡量主义之间》,载《交大法学》2019 年第 2 期,第 27 页。

 

参见姜雪莲:《信托受托人的忠实义务》,载《中外法学》2016 年第 1 期,第 185-187 页。

 

参见杨秋宇:《信托受托人忠实义务的功能诠释与规范重塑》,载《法学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162 页。

 

See
 

Paul
 

B.
 

Miller,
 

Justifying
 

Fiduciary
 

Duties,
 

58
 

McGill
 

Law
 

Journal
 

969,
 

972-977
 

(2013) .



基于董事忠实义务禁止利益冲突交易的功能定位,采用“公平交易义务”替代“忠实义务”的观

点日益盛行,但这种做法并不可取。 因为非信义义务人也有善意和公平交易的义务,但没有忠实的

信义义务,“公平交易义务”难以将忠实义务囊括在内。① 而且,公平交易也并非忠实义务的全部内

容,董事的利益冲突行为未必表现为交易形态,如董事薪酬可能造成董事与股东之间的对立和冲

突,在董事薪酬数额欠缺合理性从而构成对公司财产的掠夺或浪费时,股东有权质疑董事薪酬。②

虽然公平交易义务与忠实义务在内容上存在交叉,但二者互不相属,故本文仍将董事不得实施利益

冲突行为的义务表述为忠实义务。

(二)《公司法》(2018 年)中董事忠实义务的规范设置

《公司法》(2018 年)第 147 条第 1 款规定了董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 148 条第

1 款列举规定了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类型。 另外,第 21 条规定的不当关联交易行为同样属于

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 不过,对于董事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具体内涵,该法并未作出明确界

定。 从前述规定看,《公司法》(2018 年)设置的董事忠实义务规范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规范体系松散。 第 147 条第 1 款规定的董事各类信义义务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不明显,

对该条规定造成了解释和适用上的障碍。 第 147 条第 2 款禁止董事“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

非法收入”和“侵占公司的财产”,这两类行为属于董事利用公司管理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显然与

公司利益形成冲突,但立法者并未将其纳入第 148 条第 1 款的列举性规定。③ 第 21 条规定的不当关

联交易行为也属于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且关联交易属于自我交易的典型形态,将二者分散规定并

采取差异化的规制方案,立法意图难以察知。 而且,《公司法》 (2018 年)缺乏对关联交易内涵与构

造的统领性规定,相关规则体系松散,无法发挥互补与协同的功能。④

其次,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界限模糊。 虽然第 147 条采用忠实、勤勉的术语,理论上也将董事

信义义务区分为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两类,但由于缺乏对两类义务内涵的立法界定,忠实义务与注

意义务之间边界不清,难以清晰划定规制范畴。 董事不勤勉履职的行为与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存

在重叠,出现忠实义务架空甚至吸收注意义务的情况。⑤ 实践中,对于董事不当行为所违反的具体

义务类型,通常不会作出明确区分,而是认定同时违反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⑥ 忠实义务和注意义

务的混同,导致结果公平成为注意义务的履行标准,董事勤勉尽责的标准被显著降低。 因为只要交

易具有公平性,就无须考量当事人的过错、履职情况及是否造成损失,董事的过失管理行为无法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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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制约,削弱了注意义务的威慑作用。①

最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的定位不清。 利益冲突行为受到《公司法》 (2018 年)的绝对禁止,但

是,自我交易、利用公司机会和同业竞争等行为仅具有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未必导致公司利益受损,

并非一概加以禁止。 第 148 条将利益冲突行为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置于同一条文作出规定,模糊了

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导致难以系统建立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的事前程序性审查机制。 例如,董事竞

业义务是否属于忠实义务的范畴,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不同见解。② 而且,《公司法》(2018 年)将关联

交易置于总则部分并规定了内部人实施不当关联交易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而对与其同质的自我

交易、利用公司机会、同业竞争等行为则另行作出规定,欠缺逻辑上的一致性。

《公司法》(2018 年)规定的董事忠实义务某种程度上存在内涵不明、体系散乱、适用标准不清

的弊端,其根源在于立法对忠实义务的概念及适用范畴未能作出准确厘定,致使本就高度抽象化的

忠实义务在解释和适用时,只得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探索个案适用的具体标准。 这既导致忠实

义务与注意义务在规制范围上的交错重叠,又导致适用标准不统一,制约了公司法律规范利用忠实

义务规制董事利益冲突行为的功能实现。

(三)《公司法》中董事忠实义务的规范更新

2023 年修订的《公司法》对于董事忠实义务条款进行了优化,明确界定忠实义务的内涵,将监事

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忠实义务的规制范畴,并且完善了自我交易、利用公司机会和同业竞

争的相关规定。③ 相较而言,修订后的《公司法》对于董事忠实义务的规定呈现出以下主要变化:

首先,明确董事忠实义务的内涵。 根据《公司法》第 180 条第 1 款、第 2 款的规定,忠实义务是

指董事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注意义务是指

董事执行职务时,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

内涵的确定,有助于厘清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界限,明确忠实义务的规制对象,从而为后续忠实

义务的规范展开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

其次,整合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类型。 修订后的《公司法》第 181 条将《公司法》(2018 年)

第 147 条第 2 款规定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 ④和“侵占公司的财产”纳入违反忠

实义务的行为类型,明确了二者的法律性质,消除了《公司法》(2018 年)第 147 条第 2 款在董事信义

义务规范体系中的突兀和尴尬,有效舒缓了董事忠实义务规范体系的散乱状态。

再次,区分利益冲突行为和潜在利益冲突行为,针对潜在利益冲突行为设置程序性审查机制。

董事实施自我交易、利用公司机会、开展同业竞争时,需要先行向董事会或股东会报告,董事会或股

东会决议通过后才可依法实施。 《公司法》将潜在利益冲突行为从违反忠实义务行为的列举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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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予以剥离,有助于厘清并凸显利益冲突行为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的性质差异,在精准规制利益冲

突行为的同时,避免过度干预董事运用商业判断进行合理决策。

最后,将事实董事纳入信义义务的规制范畴。 事实董事与公司控制人在规制基点、主体范畴、

价值选择、私法责任等方面显著不同,《公司法》(2018 年)中的董事概念无法涵盖选任瑕疵董事、失

格董事、逾期董事等主体,故应当改采事实董事路径对公司控制人的行为予以规制。① 根据修订后

的《公司法》第 180 条第 3 款的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

事务的,适用该法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规定。

　 　 二、外部体系协调:董事忠实义务的制度定位

　 　 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包括信义关系和合同关系两类。 董事基于其与公司之间的信义关

系而对公司承担以忠实、勤勉为内容的信义义务,而基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的雇佣合同等关系,合

同法中的诚信义务对其亦有适用余地。②

(一)董事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界限

《公司法》将公司利益作为董事对公司承担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的评价基准。 忠实义务与注意

义务虽有区分,但以公司利益的维护为纽带,二者得以紧密结合,构筑起以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为

中心的董事信义义务体系。③ 《公司法》第 180 条明确规定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的内涵,有助于厘清

两者各自的规制范畴。

忠实义务禁止董事实施利益冲突行为,性质上为消极不作为义务。 虽然《公司法》要求董事“采

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但这种主动作为要求是为确保董事不实施利益冲突行为而

设置的辅助性措施,意在强调董事不仅不得实施利益冲突行为,而且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将自己置于

和公司利益相冲突的地位,并不具有改变忠实义务属性的作用。 注意义务是对董事履行公司管理

或监督职责时的主动作为要求,在性质上属于积极作为义务,董事执行职务时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

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忠实义务处理的是贪赃舞弊、投机取巧等有目的的行为,主要涉及董事故意实施的不当行为。

注意义务规制董事的不作为或渎职行为,主要涉及董事的过失行为。 违反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的

主观过错之所以存在区别,根源是董事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不同。 公司利益受损可能由不受董事

控制的市场力量所致,却仍可能导致董事承担违反注意义务的赔偿责任。 董事的机会主义行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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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斌:《重塑董事范畴:从形式主义迈向实质主义》,载《比较法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97 页。

 

对于董事信义义务的类型划分,有学者认为,在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之外,还存在第三种类型———善意义务( duty
 

of
 

good
 

faith)。
亦有学者将其翻译为“诚信义务”。 但须注意的是,信义关系语境下的诚信义务或善意义务不能等同于合同关系语境下的诚信义务。 参

见林少伟:《董事义务研究》,法律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9-50 页。

 

参见邹海林:《公司法上的董事义务及其责任配置》,载《法律适用》2024 年第 2 期,第 46 页。



由董事故意实施,其完全有能力控制自己不去实施利益冲突行为。①

在认定董事是否违反注意义务时,可以依据商业判断规则使其免于承担赔偿责任,公司章程也

可以设置免责条款。 在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 102(b)(7)条规定,公司章程可以设置取消

或限制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违反注意义务而对公司或其股东造成损失的个人责任,但该规定不

得免除董事实施利益冲突行为的责任。 而且,在董事违反忠实义务时,亦无适用商业判断规则予以

免责的可能。② 这反映出公司法对于不同类型的董事不当行为采取区别化的处理原则:当董事利益

与公司及股东利益直接冲突时,董事行为不具有正当性;当董事利益与公司及股东利益不直接发生

冲突时,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董事不当经营的指控作出判断。③

以立法形式明确董事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内涵,能够厘清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各自的规制

范畴,准确界定不同类型义务的适用标准,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规范董事行为,从而增进公司和股东

的整体利益。

(二)董事忠实义务与诚信义务的区分

董事基于其与公司之间的信义关系而负有信义义务,亦基于其与公司之间的雇佣合同等关系

承担诚信履约的义务,两者均致力于规制董事的不诚信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第 509 条第 2 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

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据此,董事作为雇佣合同或委托合同当事人负有诚信履行合同的义务,

这一义务的约束强度弱于忠实义务,并且与信义法中的忠实义务不同。 我国公司立法没有从本质

上区分信义义务与诚信义务,导致忠实义务与诚信义务的关系不清,出现交互使用的现象。④ 忠实

义务和诚信义务的核心功能均为规制权利的行使。⑤ 诚信义务要求当事人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

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⑥ 随着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董事在管理公司事务时必须关注相关

决策对于公司职工、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影响。⑦ 尽管忠实义务与诚信义务的内容

基本相同,但忠实义务在规制董事不诚信行为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首先,忠实义务产生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信义关系,而非合同关系。 虽然董事与公司之间存在

雇佣合同关系或者基于公司授权成立委托代理关系,但合同关系无法生成忠实义务。 合同当事人

之间是“水平型”的平等关系,各方当事人均致力于追求自身利益。 当事人缔结合同的根本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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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追求自身利益,没有理由要求合同当事人一方按照完整的忠实义务为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服务。

在信义关系中,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垂直型”的,董事在公司事务的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公

司利益的实现取决于董事是否忠实、勤勉履职,董事必须完全为公司利益而行为,不能追求自身

利益。①

其次,忠实义务是约束董事行为的法定机制,并非诚信义务的简单替代。 公司利益的实现取决

于董事能否依法履职,对于何者构成公司的最佳利益,也由董事作出商业判断,这显然不属于合同

关系的范畴。 因为合同当事人知晓自身的最佳利益为何,并在合同中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作

出约定,即通过意思自治实现自身利益的保护,对于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的权利或者未要求对方履

行的义务,除非违背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合同法原则上不加干预。② 在受托人单方享有

权利的信义关系中,以预先拟定合同条款的方式来保护委托人或受益人的利益并不现实。③ 忠实义

务作为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当事人不得约定排除或者限制忠实义务的适用。

最后,忠实义务以维护公司利益为中心,诚信义务则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状态为中心。 忠

实义务要求董事必须以公司的最佳利益为中心,在限制其实施自利行为的同时,授权董事自由地利

用特殊技能,以维护公司的利益。④ 董事履行忠实义务的成本即便超过公司能够获取的利益,也须

将公司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 诚信义务只要求合同当事人平等地考虑对方利益,除非为了平衡

成本和收益而应优先考虑对方利益,义务人才需要将对方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⑤

(三)董事忠实义务的独立价值

董事忠实义务是公司法规制董事不当行为,以及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必需机制。 公司法的

发展削弱了早期信托原则中对管理层自我交易的限制,这导致董事的自由裁量权扩大,影响了合同

机制约束管理者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性。 大型公众公司的投资者几乎没有能力与管理层就合同管理

条款进行谈判。⑥ 传统民法的委托代理关系仅规定了代理人或受托人作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并未设置受托人的忠实义务。⑦ 公司和股东固然可以通过减少或限制对董事的授权来控制其行为,

或者借助市场机制等外在因素减少董事滥用授权的可能性,却不能将其彻底消除,而且此类机制成

本高昂,可能减少公司和股东从信义关系中获得的期待利益。 公司和股东无法在保持信义关系所

生利益的同时,充分地保护自己,法律必须适度介入以保护其免受权利滥用的侵害。⑧

忠实义务作为信义义务的核心,主要规制董事的利益冲突行为。 忠实义务作为法定义务,公司

401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See
 

Gregory
 

S.
 

Alexander,
 

Cognitive
 

Theory
 

of
 

Fiduciary
 

Relationships,
 

85
 

Cornell
 

Law
 

Review
 

767,
 

775-776
 

(1999).

 

See
 

Alison
 

Grey
 

Anders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Efficiency,
 

Fairness
 

and
 

Corporate
 

Structure,
 

25
 

UCLA
 

Law
 

Review
 

738,
 

759
 

(1978) .

 

See
 

William
 

W.
 

Bratton,
 

The
 

Economics
 

and
 

Jurisprudence
 

of
 

Convertible
 

Bonds,
 

1984
 

Wisconsin
 

Law
 

Review
 

667,
 

736-737
 

(1984) .
 

 

See
 

Alison
 

Grey
 

Anders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Efficiency,
 

Fairness
 

and
 

Corporate
 

Structure,
 

25
 

UCLA
 

Law
 

Review
 

738,
 

760
 

(1978) .

 

See
 

William
 

W.
 

Bratton,
 

The
 

Economics
 

and
 

Jurisprudence
 

of
 

Convertible
 

Bonds,
 

1984
 

Wisconsin
 

Law
 

Review
 

667,
 

738-739
 

(1984) .
 

 

See
 

Victor
 

Brudney,
 

Corporate
 

Governance,
 

Agency
 

Costs,
 

and
 

the
 

Rhetoric
 

of
 

Contract,
 

85
 

Columbia
 

Law
 

Review
 

1403,
 

1416 - 1420
 

(1985) .

 

参见楼建波、姜雪莲:《信义义务的法理研究———兼论大陆法系国家信托法与其他法律中信义义务规则的互动》,载《社会科学》
2017 年第 1 期,第 92-93 页。

 

See
 

Tamar
 

Frankel,
 

Fiduciary
 

Law,
 

71
 

California
 

Law
 

Review
 

795,
 

816
 

(1983).



和股东不能凭借其意思表示予以减轻或免除。① 董事既基于法律规定承担公司内部的管理职责,又

可基于公司授权对外执行公司事务,不论对内履行管理职责还是对外实施代理行为,董事行为均受

到忠实义务的约束。 董事必须出于维护公司最佳利益的目的履行职务,不能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司

利益之上。 忠实义务确立了董事履职的行为标准,能够尽可能地督促董事实现公司的最佳利益。

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只能对忠实义务予以细化或补充,不能排除或限制忠实义务的适用。②

　 　 三、内部体系重整:利益冲突行为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的区分

　 　 《公司法》(2018 年)第 148 条列举规定的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类型中,自我交易、利用公

司机会、同业竞争等行为仅具有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高度盖然性,并不必然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

法》将此等潜在利益冲突行为从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体系中予以剥离,并设置相应的程序性审查机

制,允许董事在经过公司批准后依法实施相关行为。

(一)忠实义务的规制对象:利益冲突行为

1. 利益冲突行为的认定

在我国公司法领域,利益冲突行为是指董事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

益的行为。 本质上,凡是导致公司利益向董事个人或其关联方转移的交易,均属于利益冲突行为。

利益冲突在形式上表现为公司利益的不当转移或者输送,在后果上表现为公司利益受损。 就行为

后果而言,董事实施的不当转移公司利益的行为必然造成公司利益受损,理应予以禁止。 但是,对

于仅具有导致公司利益不当转移可能性的交易行为,是否构成利益冲突,不能一概而论。 利益冲突

交易的识别存在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之分:形式标准认为,交易内容具有牺牲公司利益以追求董事

个人私利的盖然性,即可认定为存在利益冲突,并不要求交易存在事实上的利益冲突;实质标准认

为,交易在实质上公平而无害于公司利益时,即便在形式上具有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也不视为利益

冲突交易。③ 简言之,前者认为,公司利益具有受损可能性,即可构成利益冲突交易;后者认为,董事

行为只有造成公司利益不当转移的实际后果,才能构成利益冲突交易。 人民法院在论证董事行为

是否构成利益冲突时,通常从程序与实体两个方面着手,将未经公司内部程序授权且欠缺实质公平

的行为认定为利益冲突行为。④

《公司法》第 181 条至第 184 条系采用结果导向的利益冲突认定标准,即只有出现公司利益向

董事不当转移或者董事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后果,才能认定存在利益冲突从而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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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例如,董事挪用公司资金必然损害公司财产权益,显然构成对忠实义务的违反。① 《公司法》对

于侵占公司财产、挪用公司资金、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等利益冲突行为,采用严格

禁止的物权法保护思维,而对于自我交易、利用公司机会和同业竞争等行为,则通过事先的程序性

控制有序疏导董事合理追求财富的欲望并赋予其交易合法性。② 这表明,我国公司立法认识到自我

交易、利用公司机会和同业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结果,采用“一刀切”的绝对禁止方式

予以规制,存在过度干预董事商业判断、增加公司交易成本等弊端。 对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可以

通过程序性审查排除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从而使其成为能够依法实施的正常交易行为。

2. 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的双向转化

潜在利益冲突行为只具有转移公司利益的盖然性而非必然性,所以,潜在利益冲突行为与违反

忠实义务并非当然关联。 例如,董事自我交易作为节约交易成本的有效手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

必要性,公司法在规制董事的自我交易行为时,既要使其发挥效益价值,又要确保不致损害其他主

体的正当利益。③ 在我国公司立法中,自我交易、利用公司机会、同业竞争并未受到禁止,但因其实

施主体具有利用职务便利将公司利益向自身或关联方转移的倾向,故而公司立法对董事实施此类

行为作出限制,要求经过公司内部的程序性审查,以排除不当转移公司利益的可能性。 潜在利益冲

突行为只在未经法定程序予以实施时,才会被认定为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从而受到公司法的

禁止。

可见,潜在利益冲突行为可以向两个相反方向转化:(1)经过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的交易行为,

属于排除利益冲突的合法行为;(2)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的交易行为,属于存在利益冲突的不

法行为。 行为转化方向直接取决于是否经过法定的批准程序获准实施。 因此,潜在利益冲突行为

既可以是能够依法实施的正当行为,又可以是禁止实施的利益冲突行为。 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结果

转向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与利益冲突行为的根本差异:后者必然构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通过任

何方式都不能涤除其利益冲突的底色;前者则仅具有损害公司利益的盖然性,通过法定程序审查其

公平性并获得公司批准后,即可排除利益冲突,可以依法予以实施。

董事忠实义务的规制对象是利益冲突行为,对于仅具有利益冲突可能性的行为,通过事前的程

序性审查将利益冲突因素予以排除后,并无禁止实施的必要。 例如,关联交易属于中性的交易行

为,正当的关联交易有助于降低谈判磋商成本、减少交易风险、巩固交易信赖,只有不正当的关联交

易才会对公司利益造成损害。④ 依照法定程序获准实施的关联交易与利益冲突无涉,属于正常的交

易行为,并未受到董事忠实义务规范的禁止。

3. 忠实义务的二元规范进路

《公司法》对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作出精准定位,将其从法律绝对禁止的利益冲突行为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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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剥离,针对性设置事前报告与批准的程序性审查机制,允许董事在经过法定程序获得批准后实

施相应行为,形成利益冲突行为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相区别的董事行为规范体系。 该法第 181 条规

定了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类型,其中,第 6 项“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系兜底性规

定,足以囊括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潜在利益冲突行为及其他未被列举的利益冲突行为。 第 182 条至

第 184 条规定了自我交易、利用公司机会、同业竞争等潜在利益冲突行为,并于第 22 条单列关联交

易,于第 139 条规定了上市公司董事实施关联交易的报告义务和董事会会议决议规则。 《公司法》

在准确界定行为性质的基础上,对于利益冲突行为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分别采取绝对禁止与相对

限制的规制措施,划定了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的界限,能够兼顾公司利益保护与董事行为规范的双

重目的。

尽管《公司法》对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规则作出了完善,但规范体系内部并未遵循贯穿始终的

规制思路。 第 139 条规定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规则将其适用主体限定为董事,与第 22 条和第 180

条适用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立法设定不同。 关联交易作为自我交

易的典型样态,二者本质属性相同,公司法理应进行统一调整。① 虽然立法对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

设置的规则并不完全一致,但可通过法律解释技术予以补足。 例如,第 139 条规定的关联交易审查

程序仅适用于上市公司,而有限公司和非上市股份公司的关联交易,则可适用第 182 条和第 185 条

规定的自我交易审查规则。

(二)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的事前报告与批准

1. 排除利益冲突的方案

潜在利益冲突行为并不必然损害公司利益,但董事确实具有利用职权转移公司利益的高度盖

然性。 为了平衡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利益状态,避免过度限制董事商业判断的运用,公司法创设了排

除潜在利益冲突行为违法性的三种方案:一是证明交易的公平性;二是获得无利害关系董事的批

准;三是获得股东同意。② 在域外法中,采用这种方式的典例是《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 144 条,该

条规定公司与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合同,或者公司与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或具有经

济利益的其他公司或商业组织之间的合同,在满足下列任一条件时,不会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

销:(1)有关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利益、合同或交易的重要事实已经披露,或者被董事会(委

员会)知悉,董事会(委员会)善意地通过多数无利害关系董事的赞成票授权该合同或交易,即使无

利害关系董事少于法定人数;(2)有关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关系、利益、有关合同或交易的重要事

实已经披露,或被有权对其进行表决的股东所知悉,并且该合同或交易经股东善意投票特别批准;

(3)合同或交易经董事会(委员会)或股东授权、批准时,对公司而言是公平的。 我国学者也主张采

用“公司自治优先,公平审查兜底” 的原则综合调整利益冲突交易,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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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①

根据《公司法》第 182 条至第 184 条的规定,董事实施自我交易、利用公司机会、开展同业竞争

等潜在利益冲突行为时,需要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

会决议通过,方能依法实施相关行为。 该法并不禁止潜在利益冲突行为,只是对其进行预先控制,

通过程序性审查机制将其控制在合法合理的范围之内。② 之所以不采用实质公平标准作为判断交

易公平性的方案,可能是由于实质公平标准并不清晰明确,于是通过无利害关系董事或股东的审批

机制替代实质公平标准,以此提升交易的确定性。③ 换言之,董事会或股东会的审批本质上是实质

公平标准的替代机制,经过公司章程事先规定的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交易公平的举证责任转移到

质疑的一方。④ 董事报告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其内容主要包括下列事项:一是法律和公司章程要求

报告的事项;二是董事利益冲突的存在及其性质;三是保密信息不予报告的依据和理由。 当仅因法

律规定的关联人是该交易的一方或在交易中拥有重大经济利益,该交易才成为董事的利益冲突交

易时,若该董事合理地认为报告有关事项会违反法定义务,则该董事不负有报告义务。⑤

2. 董事会的批准程序

在董事会审议批准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交易时,是否需要排除有利害关系的董事,存在不同做

法。 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允许公司章程规定,在无利害关系董事人数不符合法定人数或投票要

求时,可以允许有利害关系的董事参与董事会会议的审议表决。⑥ 《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 144 条

则直接规定,在确定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时,可将普通董事或有利害关系的董事计算在内。

《公司法》第 185 条规定了董事会对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的审议规则,但与第 139 条规定的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审议规则相较,明显过于粗疏。 对此,应当参照第 139 条,对第 185 条规定的董事会审议

规则予以进一步厘清: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利害关系的董事出席即可举行,参与表决的无利害

关系的董事人数不得少于 3 人,董事会中所有无利害关系的董事过半数同意,交易即可获准实施。

有利害关系的董事不得参与表决,其表决权不计入表决权总数。 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无利害关系董

事人数不足 3 人时,应当将该事项提交股东会审议。

在董事会的批准程序中,董事独立性成为能否有效排除利益冲突因素的关键。 董事缺乏独立

性,是指董事无法以维护公司最佳利益作为决策的唯一出发点。 原告需要提出证据,证明其他董事

对有利害关系的董事负有义务,以显示其缺乏独立性。 这些事实不需要显示其他董事依赖有利害

关系的董事的财务或经济基础,而是注重公正性和客观性。 董事的个人利益在其所处的经济环境

下必须足够显著,以至于董事不可能在放弃追求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履行其对公司负有的信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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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判断董事独立性的重点在于有利害关系董事和被支配董事之间的关系,支配本身是一项实质

性标准。 法院有时会使用“董事会的无用状态”作为缺乏独立性的标准:股东必须证明董事对更有

“权力”的其他董事负有义务,或者在后者的影响下,董事的自由裁量权将会陷入无用状态。 这种分

析是高度情景化的,必须结合具体案情予以认定。 只有在原告提出证据,证明批准该交易的大多数

董事会成员具有利害关系或缺乏独立性时,才会适用实质公平标准,否则法院将尊重董事会的商业

判断。①

3. 股东会的批准程序

董事与公司进行交易时,除了可以向董事会报告外,还可以向股东会报告并申请批准。 只要不

存在欺诈或显失公平的情形,股东会对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的批准,足以使公司与有利害关系的董

事之间的交易生效。 若有利害关系的董事同时持有公司股票,则可以对其与公司之间的交易进行

投票表决。 但是,若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交易属于欺诈性交易,即使股东会予以批准,也不能导致交

易生效。② 《公司法》并未对股东会的审议程序作出具体规定。 参酌比较法的相关规则,董事的潜在

利益冲突交易由股东会批准的,应当遵循下列规则:其一,只能由持有合格股份的股东参与表决,合

格股份是指所有有权就交易进行表决的股份,不包括与交易有利害关系的董事或其关联方持有的

股份;其二,向股东发出通知,说明将要实施的行为;其三,向公司报告法律规定的信息;其四,通知

有权进行表决的股东,告知他们应当知晓的相关信息。③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公司全体股东知晓

董事与公司进行交易却未表示反对的,可以视为股东会同意。④

(三)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的事后公平性审查

1. 程序标准系实质公平标准的替代机制

公平性审查要求对董事决定的实质性内容进行审查。 董事在交易中是否获得利益与交易的公

平性并无直接关联,即使董事在其与公司的交易中获得大额利润,交易也未必不具有公平性。 判断

交易公平性的方法,是比较公司在与董事的交易中放弃的价值与其实际获得的价值。 衡量价值的

时间应为董事与公司签订合同之时,因为董事只能根据采取行动时的事实作出决定。 不过,这并不

意味着在董事实施交易之后的事件与评估交易的公平性无关。 如果后来发生的事件是董事预料到

或应该预料到的,那么,在公司签订合同时就会对交易的公平性产生影响。 进行实质性评估的基本

标准是公司应该获得与其所放弃的价值相等的利益。 然而,在没有进行现实谈判的情况下,评估公

平谈判能产生何种价格并非易事。⑤

《公司法》对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的规制没有采用实质公平标准,而是采用程序性标准予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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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这实际上规避了过错归责,导致部分有悖于实质公平的交易仅因满足程序标准而免于承担法律

责任。① 对于经过公司批准后实施的潜在利益冲突行为,能否再进行公平性审查,存在不同观点。

以关联交易为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

(法释〔2019〕7 号)第 1 条第 1 款的规定,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时,董事不能仅以该交易已经履行

了信息披露、经股东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我国司法实践针对关联交易的公平性审查,普遍采取程序公平标准与实质公平标准相结合的

方法②,既坚持实质公平的判断标准,又注重发挥程序公平的保障作用。③ 不过,这是由于《公司法》

(2018 年)没有规定关联交易普遍适用的正当程序,没有推定结果公平的适用前提,因而司法解释采

用结果控制路径,无论关联交易是否遵守程序,
 

交易人均需要证明交易结果公平。④ 在《公司法》明

确规定关联交易的正当程序后,遵守法定程序本身即可以证明关联交易的公平性,只有在没有遵守

法定程序的情形下,才需要由交易方举证证明交易结果的公平性。⑤
 

2. 未经程序审查能否主张交易具有公平性

根据《公司法》第 182 条至第 184 条的规定,程序性审查与实质公平审查应当互为替代机制,董

事依法履行报告义务并获得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批准后,不必再进行公平性审查。 因为潜在利益

冲突交易获得无利害关系的董事批准,表明该交易并不涉及利益冲突,而在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

下,商业判断规则限制了法院对董事决定的审查范围。 此时,对于交易的司法审查应遵循商业判断

规则,而不是实质公平标准。 但是,若董事未履行报告义务,还能否通过辩称交易条款对公司具有

公平性来证明交易的合法性? 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一是认为董事未履行报告义务,排

除了通过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来证明交易合法性的可能,但这并不妨碍董事通过证明合同条款的

公平性来挽救这笔交易;二是认为不向公司报告这一行为本身就足以排除交易的公平性,因为无法

确定董事会或股东会知悉相关事实后,公司是否能获得更有利的交易机会。 考虑到公平性审查是

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的替代性机制,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交易即便未符合报告和批准的程序要求,董

事仍可以通过证明交易的公平性来证明其合法性。 但现实中,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交易未经董事会

或股东会批准,可能会使法院高度怀疑该交易的公平性。⑥ 另外,无利害关系的董事在批准时必须

遵守善意和合理调查的规定,违反该规定实施的行为即便获得批准,也不会导致潜在利益冲突行为

生效。⑦

(四)小结:程序性审查应提升为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的共性规则

《公司法》第 182 条至第 184 条规定的向董事会或股东会报告并经其批准的要求,系针对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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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为单独作出的规定,能否适用于其他未被列举的潜在利益冲突行为,并不明确。 基于潜在利益

冲突行为的同质性,遵循报告与批准程序从而排除行为的违法性,仍应获得普遍适用。 第 182 条至

第 184 条针对三类不同行为设置的程序性审查机制基本相同,分别立法不仅造成规范重复和立法资

源浪费,而且导致其他未被列举的潜在利益冲突行为能否适用相同规则存在不确定性。 对此,有必

要将报告与批准程序提升为潜在利益冲突行为共同的程序性审查机制,拓宽其适用范围,将所有的

潜在利益冲突行为纳入其中。 在立法未作改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法律解释,将第 182 条至第 184

条规定的程序性审查机制类推适用于其他未被列举的潜在利益冲突行为。

　 　 四、违信责任的二元机制:归入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

　 　 董事违反忠实义务,需要依法将所获利益上缴给公司。 对于行使归入权后仍未获得填补的损

害,公司能否主张损害赔偿,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

(一)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定责任

按照《公司法》第 186 条的规定,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后果,是将从利益冲突交易中获得的利益

返还给公司。 从公司一侧来说,公司对实施利益冲突行为的董事享有归入权;从董事一侧来说,董

事需要承担将违法获益上缴给公司的归入责任。 对于归入权的性质,存在形成权与请求权两种观

点。 通说认为,归入权属于形成权,即归入权的目的是对董事交易利益所有权的否定,系使法律关

系发生变更的形成权。① 也有观点认为,在请求权与形成权的二元范畴内讨论归入权的性质,并非

正确的理论路径,归入权应被界定为债权。② 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无论其为请求权还是形成权,归

入权与其他债权请求权均截然不同。③

归入责任构成公司法中对利益冲突交易的主要救济方式,本质上是对公司内部管理关系的一

种替代。 我国《公司法》并未界定公司利益的概念,归入责任拟剥夺不当的个人利益,而非补偿对公

司利益的损害。 归入责任的适用,采取不当得利标准而不是侵权损害赔偿标准,针对利益冲突交易

本身所产生的积极利益,而不是公司损失的消极利益。④ 法律设置归入责任的目的不在于否定董事

实施利益冲突交易的行为效力,而是维护公司利益、制裁董事的不当管理行为。 归入责任的适用仅

是公司与董事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涉及董事利益冲突交易的外部关系。⑤

(二)归入责任的具体适用

1. 归入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能否并存

虽然归入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均系董事损害公司利益的法律后果,但二者属于不同路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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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规范目的与规范构成,可从以下方面予以厘清:其一,适用范围不同。 归入责任主要用于调

整公司内部关系,不涉及公司外部的第三人,权利行使对象主要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公司

内部人。 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由于侵权行为人包括公司外部人,所以,权利行使对

象可以同时包括公司内部人和外部人。 其二,归入责任剥夺的是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非法

获益,而损害赔偿责任的责任范围是公司遭受的损失。①

《公司法》第 186 条专门规定了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归入责任,但并未明确归入责任与损害赔

偿责任的适用关系。 对此,理论和实务界存在不同观点:一是认为董事违反忠实义务时,公司同时

享有归入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只能择一行使;二是公司行使归入权后尚有损害未获填补的,仍

可在未获填补的范围内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三是公司只能享有和行使归入权,并不享有其他损害

赔偿请求权。② 理论界倾向于公司行使归入权后,对于尚未获得填补的损害差额部分,仍可继续行

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以期全面维护公司利益。③ 实践中,对于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责任性质并不刻

意区分,而是笼统要求董事应对其实施的利益冲突行为承担赔偿责任。④

探讨归入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关系时,涉及损害赔偿数额与董事获益数额之间的比较。

如果能够确定损害赔偿数额且其大于或等于董事获益数额,那么,直接要求董事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既可通过剥夺违法所得起到威慑和制裁作用,又可充分填补公司所受损失。 为何多此一举,先

行适用归入责任,再对公司尚未获得填补的损失适用损害赔偿责任? 可见,在能够确定董事违反忠

实义务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数额时,若损失数额大于或等于获益数额,没有重复适用归入责任和损害

赔偿责任的必要,径行适用损害赔偿责任即可实现填补损害和威慑不法的双重功效。 若损失数额

少于获益数额,适用归入责任更能有效震慑不法行为人,但此种情况并不常见。

在通常情况下,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给公司造成的损害数额往往难以准确界定,公司损失数额与

董事获益数额也就无法进行比较,公司损失只能通过归入责任的适用予以填补,剥夺董事违法获益

在本质上是以董事获益数额作为损害赔偿额度。 此时,无论是将归入责任解释为独立的责任形态,

还是将其作为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方式,在适用效果上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2. 归入责任与违约获益交出责任的区别

在民法领域,剥夺行为人的违法获益作为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日益获得关注。 根据《民法典》第

1182 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可以侵权人的收益作为损害赔偿标准。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3〕 13

号)第 62 条的规定,违约责任领域也可采用获益赔偿标准。 违约获益交出与损害赔偿的数额确定

方式、目的均不相同,是独立于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⑤ 不过,只有在违约方故意利用合同规则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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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才应适用违约获益交出责任。① 商法和民法中的获益交出规则均针对他人的不法行为,法律效

果均为不法获益的转移,因而私法中的各类获益交出规则均可称为“归入权”。② 然而,公司法和民

法领域的归入权具有不同的制度生成背景,相应的适用标准也存在明显差异。

适用违约获益交出责任时,应以归入权的行使不会导致债权人的财产不当增加为要件。 据此,

违约获益交出责任只能适用于两种情形:(1)违约获益大于履行利益,且履行利益无法弥补债权人

的损失;(2)履行利益无法确定,这是违约获益替代履行利益的最佳场合。③ 违约获益以履行利益为

参照,无论是适用要件还是数额确定,均需要与履行利益进行对比。 然而,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归

入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违信责任,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信义关系迥然异于合同关系,合同法中的规范概

念不能当然地适用于公司法领域。 例如,依据合同法规则对商业机会进行认定,将会混淆商业机会

与民事合同,导致法院对董事篡夺公司机会侵害的公司具体权益认定不一。④ 因此,虽然董事归入

责任与违约获益交出责任的性质相同,具体的适用标准却不共通。

3. 董事违法获益的认定

根据《公司法》第 186 条的规定,董事违反忠实义务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该条所称“收

入”应当解释为董事违反忠实义务所得的积极利益或净利益,即董事资产的增加。 例如,对于董事

篡夺公司机会而与第三人交易所获利益,公司行使归入权时应扣除董事所支付的对价。⑤ 归入责任

的损失填补作为一种推定的法律技术,旨在回避审判实践中判断公司损失的计算困境,将董事和高

管的积极获益额推定为公司损失额,相当于不当得利的赔偿思路。⑥ 理论界通常将董事归入责任解

释为不当得利责任,采用这一解释方案的直接后果,即为赔偿数额的限定。 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取

决于损害和获利之间的关系:当获利超过损失时,受益人在损失限度内负返还义务;获利超过受害

人损害的部分,就不属于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⑦

不过,按照归入责任的规范逻辑,即便董事非法获益的数额超出损害范围,也应剥夺其全部非

法获益。 原因在于,归入责任不同于传统民法中以“受害人的损害”为标准的救济方法,是将侵害人

所得的利益作为向受害人提供救济的范围。 以侵害人的获利作为救济标准,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

侵犯他人权利的同时,侵害人也会从中取得利益,该利益很可能会超出被侵害人自己形式上遭受的

损害。⑧ 因此,若能够确定公司所受损失的具体数额,即便公司所受损害少于董事的非法获益数额,

公司能够主张归入的财产数额也不应限定在公司的损失范围内。 否则,将有悖归入责任的制度初

衷,削弱归入责任威慑和制裁董事违信行为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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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语

　 　 忠实义务作为规制董事利益冲突行为的私法机制,与合同机制相比,能够更为全面地维护公司

利益。 2023 年修订的《公司法》对董事忠实义务的内涵作出明确界定,并采用一般性规定和列举性

规定相结合的方式界定利益冲突的行为样态,有助于舒缓忠实义务的高度抽象性所致适用中的不

确定性。 《公司法》采用结果导向的利益冲突认定标准,区分利益冲突行为与潜在利益冲突行为,针

对后者设置相应的程序性审查机制,为潜在利益冲突行为向合法行为转化提供了有效的疏导路径,

有助于实现对董事利益冲突行为的精准规制。 报告与批准程序应当进一步提升为潜在利益冲突行

为共同适用的一般性规则,从而凸显同质行为的共性,精简重复规范,提升公司法的逻辑性和体系

性,进而形成更为严谨周密的董事忠实义务规范体系。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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